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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 
 

王毓瑚 
 

载《王毓瑚论文集》 
 
 
 

一、我国的农业是在水的条件很不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水是农业的命脉。讲起中国农业的历史来，首先应当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自
古以来在水的条件方面一直是很不理想的。我国农民是在经常与水这个因素作艰苦
的斗争中走过来的。 

黄河流域受大陆气候的影响，属于干旱地带，尤其是春旱对种植业的威胁极大。
全年降雨量虽然不算少，但在时间分布上过于不匀，因此旱涝频仍，田问收成极不
稳定。旱和涝都跟水有关，农民是必须经常既要防旱，又要防涝。风调雨顺的年头
只能说是例外。《史记·货殖列传》里面记载着春秋时越国的谋士计然的话，说：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
旱，十二岁一大饥，……”他按“五行”来算计年成的好坏，实际上应该还是经验
之谈。也就是说，古人很早就从经验得知，田间收成好的年头是不多的，更经常出
现的是水旱灾荒。古代儒家学者是极其推崇远古的圣王的，从各方面把他们美化，
说成“超人”，可是他们也并不讳言，就在那般圣王的统治时期，也曾闹过什么
“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这也说明，古代的人认为，这由于水太多和水太少
而引起的灾难，就连那般理想中的古圣先王也是难以对付的。这种想法之所以产
生，反映了一个事实，这就是，我国古代的人在生产上，主要自然是在农业生产
上，从水的条件方面感受到极大的和经常的威胁，这种威胁在我国整个历史上一直
存在，而黄河流域尤其是如此。史书中的水旱灾荒记录就是明证。不错，古代北方
早就种植水稻，不过黄河流域栽种水稻一直是很有限的，只限于一些个别地点，因
为稍稍具备水的条件的所在总还是有的。广泛种植就绝谈不到，在北方推广种稻是
有天然的限制的，当然，古人是不能充分利用地下水，但也不要忘记，地下水也不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古代北方农民只能是种旱庄稼。我国古代农书里面讲起
北方种地，一贯强调“保泽”(保墒)，对于如何充分利用土壤中的水分，真可说是
细致入微。北方农民的锄头功夫是使人惊叹的，他们说“锄头上有水又有火”，从
这句话可以领会到，他们靠了一把锄头在对付干旱上面是花费了多少的心血!假如水
的条件不是太坏，农民种地就不会是在这方面特别费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稿撰于1977年，1980年6月刊于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资料》第8005号，

1981年4月刊于《中国农史》1981年试刊1期。 
 
  明朝的丘濬说：“北方地经霜雪，不甚惧旱，惟水潦之是惧，十岁之间，旱者十
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这话大致也接近事实。徐光启在他的《农政全书》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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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丘氏的话，又加上注解说，“旱非不惧其所伤不如潦多尔。旱而蝗，大可惧也，
而蝗又生于潦也”。徐氏的补充是重要的。北方的旱和涝二者是相连的，这中间还
掺上一个蝗灾，推究起来，都是“水”这个因素上面出的问题。这种种灾难从我们
的有文字的历史一开始就有记载，而且一直没有间断。问题的中心是水，水的问题
总也解决不好，农民只好乞灵于龙王爷。特别是北方，到处修的有龙王庙，这是农
业生产上水的条件不好的最显著的证明。 
 

二、有两种说法值得商榷 
 

    说起我国农业的发展来，水的条件是不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理想的。可是
讲述中国历史的却有与这个现实不相符合的说法，硬说我国历史早期曾有过非常出
色的农田水利建设，这是需要弄清楚的。 
    一种说法来自西方。立此说者虽然是看到东方的几个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仑、
印度都是很早就发展起来农田灌溉，后来又听说中国古籍里也有关于沟洫制度的详
细记载，因而相信农田水利应该也是古老的中国文明的物质基础。这种说法流传颇
广，到后来有人把它概括起来说，西方的文化是森林文化，而东方的文化则是灌溉
文化，用以表示东西方文化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人很早就知道尼罗河谷、两河流
域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要晚得多。来华较早的西方人看到长
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区，可能会联想到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远在上古时期已经有
了很像样的灌溉事业，也像其他他们早已知道的那几个文明古国一样。通过他们的
介绍，一般欧洲人就很容易对于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制度的存在不加怀疑了。 
    马克思、恩格斯讲到古代东方，也指出了农田灌溉的重要性。我同意有些人的
意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师所说的东方，主要是指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他
们并没有明确地说过也包括中国在内，这一点不应忽略。因此在谈这个问题时，不
能引据他们的话。 
    西方人讲起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农业史，一般都强调农田水利的意
义，往往把我国的水田经济和精耕细作联系到一起，这就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
我国传统农业的经营集约度是和灌溉密切相关。例如K．WITTVOGEL在讲到汉代的农
业生产时曾说，灌溉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意义，有如机器之于现代西方的农业生
产。这种理解也是导源于对中国历史上较早时期农田水利事业颇为完善的想法。这
里想要指出，那种想法是成问题的。他们相信中国上古时期，也就是我国历史舞台
主要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为限的时候，农田水利设施已然极为可观，至少也不亚
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可是像这样规模的灌溉制度，自然应该是以水的来源充足为
其前提，而恰恰这个前提是不可靠的。他们也没有说明，上古时期的这种完善的农
田水利制度是到何时趋于败坏的，以及败坏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我
国历史上水旱灾害的频繁和严重程度。如果他们真是像我们上面所设想的那样，知
道了我国后来南方水田区的生产情况，却转而用来作为证明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生产
现实的根据，那也是不合逻辑的。特别是他们讲起“古代东方”来，在时问上究竟
以何时为下限，好像也不是很清楚，这也是后来人们关于所谓“亚细亚的”一词的
解释颇有出入的根源之一。 

可以简洁地说，前几代的西方人关于中国古代农田水利事业的设想和说法是缺乏
可靠的证据的。他们开始知道一些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在十六七世纪，那时他们自
己是处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是
抱有一定的幻想的。根据对埃及、巴比仑和印度的古代文明的认识，他们很自然地
想像到，同样属于“东方”范围之内的中国，一定也是很早就有了一整套农田灌溉
制度。当代中国现实的专制政体——他们称之为“仁慈的专制”——显然在一定程
度上也使他们更加确信自己的想像之不误，因为政治上高度集权很容易同所谓“土
地国有”的观念联系起来，而此二者正是古代印度的灌溉制度的前提。这种被理想
化了的农田水利事业，显然也是被他们理想化了的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联想到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潮，他们关于中国灌溉文化的设想是可以理解
的。只是我们自己应当清醒，不要为他们的美妙构想所迷惑。 

另一个要讨论的是所渭“井田”问题。前面说的西方人关于我国古代的灌溉制度
的设想，与“井田”的传说有关，有的人把这个问题同西方人的设想，特别是马克
思主义经典大师的说法拉扯在一起，要人相信我国古代确实存在过一整套完善的沟
洫制度。关于“井田”问题本身，不在这里讨论，现在只是想从水的角度来估量一



下与“井田”相配合的沟洫制度的问题。 
    如果古时候确实是实行过“井田”，依照传统的说法也就是那时确实有过一整
套整齐的沟洫之制了。那么首先要问，那些水是从何而来?黄河中下游的气候一直是
偏于干旱的，年降雨量在时间分布上又过于集中；要说是利用山洪，大平原上山区
又是有限的，古书上也没有提到过水库；如果是在遍地皆是的沟洫里面把雨水储存
起来备用，沟洫都近在由边，又有个盐碱化的问题。北方平原上水源充足的河道相
对说来是不多的，干河沟倒是不少，只能在多雨季节供排水用，谈不上用于灌溉。
讲到利用地下水，又缺乏关于普遍凿井的记载。如果水的资源不是丰富，而是恰恰
相反，那么调动大量劳动力普遍地开挖大大小小的渠道又是为了什么?岂不费解?更
不用说那些大小沟渠是需要经常维修的，并不是可以一劳永逸。这样考虑起来就会
知道，那些“古先圣王”想必不会干出这样的蠢事来的。这是一。 
    再说如果按古书上的记载，田问的沟渠是互相连通的，由小到大，沟的宽和深
也逐级倍增，如是用来排水，问题不大，如果说这些沟渠是灌溉用的，那就要问水
的流向。灌田的水总是从远处引来流入田间的，也就是从大渠逐步分散到较小的沟
内直到田里。这就是说，与排水正好是相反的方向。果然如此，那就是所引之水要
由深沟流人浅沟，岂不是先要把较深较宽的沟注满，最后才把水“抬举”到田里去?
天下又哪里会有这样拙笨的溉田法?这是二。 
    如果这样讲不通，那就只还有一种解释，即同一道沟渠兼有排水和灌田的功
用。可是这却是不可思议的。种田的人没有不知道的，田里排水的沟和灌田的沟乃
是两套系统，排水沟是要低于田面而溉田的沟则必须高于田面。因此可以推想，设
想出来一种农田水利规划的人，要让同一套沟洫既管排水，又管灌溉，这只能是那
般不接触生产实际的、好心肠的书生在书斋里创造出来的。从书本上的记载来看，
沟洫之用于排水是清楚的，用于灌溉交代的就不是那么明白。虽说解经的汉儒也有
指明这一点的，可是后世读儒书的人大都不求甚解，一般说来，好像是兼有二用的
理解占着上风。随便举个例。到了清朝，许承宣作《西北水利议》时还说：“古井
田之制，夫问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川者、水之汇
也，万夫之所恃赖也。旱则川之水可由浍以入洫，由洫以入于沟，由沟以入于遂，
而不病燥；溢则遂之水可达于浍，浍之水可达于川，而田不病湿。”看他的话说得
是多么畅快，就像沟洫里的潺潺流水一样。这也难怪，他们一向就是这样背诵，这
样想像的，而再也不肯去印证一下实际。尤其是他们奉儒家的典籍为圣经教条，不
敢有丝毫怀疑。不用说一般不达世务的白面书生，就连像王祯那样的农学家，在他
的《农桑通决》的“灌溉篇”中也只笼统地说，“若夫古之田井沟洫，脉络布于田
野，旱则灌溉，涝则泄去，……”没有明白分辨排水与灌水，可是王祯对于农事，
绝不能说他是外行。倒是徐光启引徐贞明的《潞水客谈》，在讲到古籍中所记的沟
洫制度，所有“遂”、“沟”、“洫”、“浍”等等，最深者也还没有当时东南一
带农民戽水灌田那样深时，注曰：“遂沟洫浍皆以去水，非以奠水也。”意思是
说，《周礼》里面讲的那些田问沟渠是用来排水的而不是灌溉用的。从这里可以看
出，徐光启读儒家经书不是人云亦云，他自然是注意到了灌和排是功效不同的系
统，作为一个有科学头脑的学者，他不肯含糊其辞，但他还是没有指出典籍中的说
法是有问题的。从这里可以领会到，教条的压力是有多么大。徐光启也和王祯一
样，在高压之下就是讲到生产实际问题时也不能畅所欲言，辨明真理。 
    传说的古代沟洫之制是不真实的，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证明。黄河流域自古
以来一直主要是种旱庄稼的，最早的重要农作物是禾(即北方谷子)、黍、稷等等，
都是不甚需要灌溉的。或者说，也正是由于供水的条件差，才只有种这些耐旱的谷
类。为了保证旱庄稼的收成而花费那样大的力量来开挖成套的沟渠，那是不好解释
的。 
    还有一点。在广大的空间范围内普遍按照同一格式兴修灌溉渠网，这只有在一
个具有高度权威和行政效率的专制政府统治之下才可能做到。照传说的那样，不用
说史实渺茫的黄帝和夏朝时代，就连商周两朝的政权也很难说同秦始皇式的专制统
治相比。没有那样的权威，即使不考虑到所使用的工具的问题，又怎能实现那样整
齐的规划?除非是像古代传说的那样，那时的统治者都是天生圣人，神通广大，普天
下人一个个衷心仰戴，主动地惟命是听；可是这种说法又是不可信的。这个前提不
存在，那么那一整套配合“井田”的沟洫之制就只是用来美化和神化圣王的一种幻
想了。 
    当然这也不是说上古时代绝对不曾有过沟洫之类的建设。黄河流域水的条件不



好，无论是为了排水还是溉田，农民在有的地方挖些沟渠，原是平常的事，只是谈
不上有什么统一规划。孔子说过“禹尽力乎沟洫”，关于禹的事迹，孔子也未必见
过真实的证据，显然只是根据传说，至少他没有说禹时定出过什么灌溉制度。《左
传》上记载郑国的执政“子驷为田洫”，得罪了许多人，看起来也不像是原来早已
存在着整齐的灌溉系统，否则子驷为什么又格外生枝，而有的人又对兴修灌渠没有
认识呢?战国时期开始有了凿渠灌田的明确记载，那些渠道的开凿跟后来书本上所讲
的与“井田”配套的沟洫之制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也不好说清楚。联想到汉武帝时曾
出现过全国普遍的兴修水利运动，“用事者在争言水利，……皆穿渠为溉田，各万
余顷”(《史记·河渠书》)。说不定就是那个时候的儒生迎合潮流，联系“井田”
的设想，又给它搭配上一套同样整齐划一的沟洫之制的。当时专制政权的权威已经
又树立起来，由统一的国家政府制定各种全盘规划的思想正在时兴，就在那个时候
想像出来这种制度，是很可能的。可是纸上谈农，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他们讲
的“井田”也好，沟洫也好，都只是一种示意图，不考虑地形，把大地设想为平
面，那可能是以关中平原或中州大平原即所谓“中原”为基准。古代所谓“中
原”，包括今天河南省的大部分，可是现在的水利专家认为，河南的排水条件不
佳，是不宜于发展渠灌的(见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河南省召开的座谈会上李
赋都的发言)。地势、自然条件古今应是无大差别，这就是说，汉儒设想的古代沟洫
之制是非常不现实的。 
    必须不要忘记，在儒家思想统治时期，读书人有一种信念，或者说“理论”，
那就是，人是一代不如一代，时代越往上推，人的聪明才智也越高，因此著书立说
就往往得“托古以自重”，而且一旦被宣布为经典，就不容许任何人触动，只能笃
信、学舌。其实许多说法都是汉儒编造出来的。可是后世迂儒谈起“政事”来，就
大讲恢复“封建”、“井田”，一讲“井田”，就连带着大讲沟洫之制。实际上是
越谈水越成问题。当然也还有明白人，例如邱濬就说过，“井由之制虽不可行，而
沟洫之制则不可废。……为今之计，莫若稍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
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大河，又各随地势各开小沟广四五尺以
上者，以达于大沟，又各随地势开细沟广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如
此则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间纵有霖雨，亦不能为
害矣”(《大学衍义补》)。这里所说的办法还是比较切实的。不过还得记住，这里
讲的只是排水而不是灌溉。 
    总而言之，古代儒家经典中所讲的沟洫之制是不可信的，因为那是不符合事实
的。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也找不到比较具体的根据。只是古代沟洫之制的说法是同
“并田”结合在一起的，过去不少读书人好像也是因为书本上讲的沟洫之制极为理
想，而更坚定了他们对“井田”的信念。最近这些年来，相信古代确实实行过井田
制的人好像又多了起来，更加上了“亚细亚的”学说这样的外援，说不定这种与
“井田”互为表里的沟洫之制的神话也会借此还魂，那将对于今后的农田水利建设
(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不良影响，这是应该不惮词费
提出来讨论一下的。 

总括起来说，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的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像
和误解，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所讲的“东方”，实质上并不包括中国在内。我国古
籍中所记的沟洫之制，是所谓“井田”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井田”一样都是
出于汉代儒生的虚构。西方人的幻想，一部分也是受了中国传说的影响。我国儒家
的这种虚构以一种教条的形象，两千年来迷惑了不知多少迂儒，今天看来，它又颇
有援引西方人的议论，假借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再度以教条的形象来扰乱我们关于
建设现实的农田水利的构思之势，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三、除水害第一  兴水利第二 

 
    明代著名的《潞水客谈》(或题《西北水利议》)的作者徐贞明说，“北人未习
水利，惟苦水害，不知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明史》本传)。他讲的自然是
明朝时候的情况，他的话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兴修水利和防除水害本是讲求治水
的两个方面，而这二者又确实是常常纠缠在一起的。一般说来，人类是先想到如何
适应自然，然后才逐渐设法改造自然。就同水打交道来说，一上来是逃避水的危
害，进一步才考虑如何消除水害，这就开始了对自然改造活动。具体到农业生产上
面，这就是企求保证收获，至少是尽可能减少损失。等到人的能力进一步有了提



高，对水的认识更深刻了，于是再想法把它利用到农业生产上面来，这就是兴修水
利了。先求保收，然后再求多收，这应该是一般的逻辑。 
    从历史记载来看，古代传说大禹“平治水土”，意思是解决了洪水为害的问
题，接着就是安排农田生产，这也可理解为包括兴修水利在内。孔子也有“禹尽力
乎沟洫”的话。不过这里所说的“沟洫”是否一定要理解为农田灌溉，这还是值得
思考的。反正战国时人假托大禹所写的《禹贡》里面就只讲了“导水”，并没有提
到开凿灌溉沟渠。《左传》上记载的郑国“马驷为田洫”，那个“田洫”如果理解
为用以排水的，也并不是讲不通。看来如果不囿于我国远古时代已有完善的灌溉制
度那样一种成见，而认为那个时候水的问题主要是在避害方面，这应该说不是完全
没有道理的。郑玄注释《小司徒》就指出过，沟洫是用来消除水害的。清朝程瑶田
专门研究过沟洫的问题，他在《井田沟洫名义记》(收进他的《沟洫疆理小记》中)
一文中也说，“余亦以为备潦非备旱也。”可见古来的“经师”当中，也颇有认识
到这一点的。《史记·河渠书》中在讲过大禹治水之后接着叙述的那些水利事业，
都是战国时期的事，而太史公所着意的好像是以“行舟”为主，只附带着说，“有
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而且就全文来看，那里所记的灌溉之利，在时间
上也许包括战国以后，为了行文方便，笼统地用“自是之后”一句来概括。这就是
说，关于开渠溉田的明确记载都比较在后，而比较最早和可靠的农田水利的兴建如
西门豹之于邺下，李冰之于蜀，又都确实是从解决水患开始的。郑国渠倒完全是农
田灌溉工程，可是考虑到秦人发觉了阴谋而欲杀郑国，就可知当时更重视的是政治
影响。这就说明，那时的人对农田水利虽然有了认识，但还是不够普遍。也许可以
设想，郑国渠的成功得到广泛的承认之后，灌溉的效果才进一步明确了。这就是
说，人们对于开渠灌田的认识是逐渐升级的。想到兴修农田水利是由于田里缺水，
而水这种东西，缺了固然不行，多了也是祸害，问题在于控制。修了沟渠就是给水
开了路，一个控制不好，水势大至，等于是引火烧身，主动招来水患，那当然是失
算。因而显然是在有了控制水的把握之后才考虑设计引水溉田的。 
    前面提到程瑶田，他的《沟洫疆理小记》是很有名的。他虽然也是在“说
经”，但也颇有值得注意的看法。他也认为古先圣王治水是除水害，“若夫后世引
水为渠以溉田，此沟洫之变法。沟洫为除水害，引渠为兴水利”。但他接着又指出
“然水利兴而水害益烈”。他本不以引渠为然。他认为司马迁作《河渠书》就是
“极言渠之大为河害”，而班固的《汉书》里面把《河渠书》改题为《沟洫志》是
“名不得其正”。他高度评价郑玄“言沟洫为除水害”的说法是“诚哉圣人之法，
异于后世之言水利者也”。他的结论是“圣人主除水害而利存，引渠之法主兴水利
而害卒不能免”。程瑶田的话有一点确是值得深思的，这就是，水害和水利二者是
会互相转化的，其中的道理绝不简单，在规划治水时绝不可掉以轻心。说明白些也
就是，在设计兴修水利时，先要想一下防除水害的问题。 
    稍后于程瑶田的周梦兰作《五省沟洫图说》，也是认为古人所讲的沟洫之制是
为的除水害，不过他仍主张在北方广泛修建沟洫。他说：“昔人谓水聚之则害，散
之则利，弃之则害，用之则利，所以东南多水而得水利，西北少水而反被水害
也。”接着下了个断语：“水害除而水利在其中矣。”他这样的看法是由于他是从
治河的角度出发。他以为北方普遍修起沟洫，引黄河水溉田，一以减杀黄河的水
势，再则经常把河淤运到田里，可以肥田，这就是把除害与兴利二者结合了起来。
当然他的想法只是个原则，也并不切合实际。明朝的周用在治河问题上已经提出过
这种主张，再往上还可以推到西汉的贾让。无论如何，这种兼顾除害兴利的思想总
是值得重视的。在设计农田水利时，不要只打如意算盘。 
    一般说来，把除害和兴利结合起来考虑，可以说是在改造自然的道路上向前更
进了一步。结合除害来兴利，容易获得群众的支持，因为这是超出了群众的消极避
害的愿望。如果执行得好，也会在广大群众中提高对治水兴利事业的信心，而这一
点也是极为重要的。我国从很早就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小农更具体地说即小土地
所有者，总是惮于牺牲眼前利益的，开挖水渠要占用许多人家的土地，再加上要人
们提供劳动力和物资等等，主动赞成的是不会多的。但是如果结合上除害和防患，
事情就容易办得多。史书上记载着不少结合除害兴修水利的事迹，这里可举最著名
的太湖区的农田水利为例。太湖是那一带大小水流的总汇，源源不断的水最后顺了
湖东面的吴淞江和另外几条河道流入大海或长江。由于下游河道经常淤垫以及土地
利用的不合理，水的去路一个不畅，湖面就要上升，湖水外溢，这就造成水灾。因
此在那一带兴修水利，是和治理水患分不开的。防治水患的中心环节是下游疏导。



特别有名的是五代时候统治太湖区的吴越国设立了专一担任疏浚河道的“撩浅
军”，解决了地方水患的问题，使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保证，从而奠定了广大地区
农业繁荣的基础。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农田水利建设全面开花，说明当地农
民群众是赞成的。 

不过灌溉工程绝不是一劳永逸的。河身的淤垫是经常的，各种水草的滋生也是完
全自然的，如不根据情况随时进行维修，效益就不能维持长久。仍以太湖区为例。
据北宋人的记载，吴越国归并宋朝政权之后才四五十年，显然是由于原来的管理制
度败坏了，水患就逐渐多了起来，需要通盘治理。那时以太湖为中心的水田区已是
全国财赋的中心，当地的农田水利自然是格外受到重视。有过许多的人如郏亶、单
谔等，都致力于太湖水利的研究，著书立说，但一直没有进行过彻底的整修。从后
来明朝许多人议论吴中水利，多次施工整理，可以知道是不断出问题的，而前后提
出的意见虽然因具体情况变迁不尽相同，但最主要的始终是个下游疏浚的问题。这
就说明，灌溉系统不单是建设起来绝非轻而易举，经常性的管理维修也很不简单。
水利设施如渠道、闸堰等等，都要经常检查修整，那是要支付一定的人力物力的，
往往是管理不善，受益户对这种经常性的开支再有个不够积极，这就是许多农田水
利设施不能维持长久的主要原因。就拿最著名的都江堰来说，现在一般说起来是
2000多年以来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其实话是笼统的。元朝揭侯斯有一篇《大元敕赐
修堰碑》(《揭文安公全集》卷十二)，里面说到，“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
堆，……自秦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啮，大为民害”，他没有指明是哪个朝代什
么时候曾经“大为民害”。但他的话显然也不会是信口乱道而是必有所据。这就是
说，像都江堰那样效果昭著的水利工程，也有失修的时候。还必须想到，一项水利
事业如果一旦破坏了，紧跟着就会一变而为水患，而不是只变得无用而已。因为失
掉了控制的水是会闯祸的。这就是说，开挖的灌渠本身很自然地就潜伏着引起水患
的因子在内，这一点是不容忽略的。揭傒斯下面接着说，“有司岁治堤防百三十三
所，役兵民多者万余人，少者千人，……上下交病”，最后由懂事的地方官费了很
大的力量才又修复起来。由此可见，维持农田水利事业是多么不易。甚至可以说，
维持比起兴修来所要克服的困难更大。这是因为在兴修时，人们预期着未来的效
果，积极性是高的，建成之后，就容易只想到受益，如果分配用水再处理得不好，
出现豪强垄断，经手人员舞弊等等事情，群众就会心灰意懒，公益事业即将有始无
终。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史书以及地方志里记载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不少只是夸耀历
史上的陈迹，徒供后人凭吊，或者闻名一时的渠道，曾几何时就已然被人忘却，只
给大地上留下几道干沟。特别是在北方大平原地区，长时期保持不败的农田水利建
设是罕见的。 

 
四、有了有效率的政权，才会有有效的水利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论者认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典型的农田灌溉制度，其
根据之一是，中国有专制的政权。从表面上来说，治水，无论是除水害还是兴水
利，都是要在比较广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统筹规划，这样拟定出来的方案才会更合
理，因此由一个专制的权威来主持，应该是合宜的。或者还可以进一步设想，这个
政权管理的地域越大，治理方案也就会越理想。这样看来，兴办水利和专制政权的
关系是很明显的了。可是如果拿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印证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想法是
不切实际的。 
    根据明确的历史记载(即不是推想、猜测或不可尽信的传说)，我国农田水利建
设(至少是有一定规模的)的开始，可以说是同政治上走向封建专制阶段大约同时，
也就是战国时期；而正好也是在那时实行起来土地私有制。当时各国都在致力于发
展农业生产，自然也注意到水利建设。像见于记载的漳渠、都江堰和郑国渠，都是
官方主办的，这就显示出来水利建设同政权的密切关系。秦始皇开创了大一统的局
面，政权空前集中，按说是为兴修水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可是他对此事好像
是全无设想和规划。在全国普遍建立灌溉网，像有的人所想像的那样，自然是极其
劳民的事，而秦始皇又不是考虑到了长期战乱之后应该让人民稍稍喘息，但他就是
没有往这宗事上想，这就说明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二者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
系。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社会的经
济基础，而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这个秦始皇应该抓而
没有抓的工作，推迟了将近一个世纪，由汉武帝承担了起来。汉武帝很像是知道利



用专制的权威来兴修水利，在这方面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在农田水利方面
远远没有实现近似灌溉网之类的广泛设施，至少是谈不上建立起来了普遍性的农田
水利“制度”，像西方学者所传的，曾存在于古代印度河流域的那个样子。而且从
史书上看，那样全国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也就只热闹了那么一个不太长的时期，随
即归于消停；不用说全国，就连某个地区或某一河道流域之内也不像是建起了什么
“灌溉制度”。汉帝国统治的几个世纪里不断见于记载的始终是疯狂的土地兼并和
水旱灾荒。隋唐二朝都是统一的局面，政府权威也都很高，但都没有尝试过广泛的
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只有北宋时又出现过一次在规模上近似于汉武帝时的、同样自
上而下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北宋的大一统局面虽然逊于汉唐，专制的程度却应该
说是更提高了一些，可是王安石还是白费了气力。如果说，历来写史的人不愿说汉
武帝、王安石这样人的好话，夸耀他们的农田水利建设成就，那么对于隋文帝，特
别是对唐太宗总还是乐于表彰的，可是史书上也没有提到他们有过什么建立比较完
整的灌溉制度的设想。宋以后的元、明、清三朝都是大一统的局面，专制的程度也
继有发展，讲到农田水利建设，也仍然是零星的，偶然性的。而且大体说来，农业
生产中的水的条件是越来越坏，尤其是北方。 

不应忘记，专制政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特大的专制封建国家，行政权越是集
中，也就越离不开一套庞大而烦琐的官僚机构；而在古代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技术条
件下，这种看起来整齐庄严的行政组织，它的效率是低得怕人的，更完全不去考虑
营私舞弊那一切一切。而对农业生产来说，最重要的是因地、因时制宜。为了管理
好各地的农田灌溉，那是完全不宜于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机关来指挥，这个道理
是明显的。把高度集权的政体同农田水利的经营管理联系起来，那只是一种想当然
尔的推论。 

不过话说回来，像中国这样从很早就在事实上实行着土地私有制，办起水利来必
然要牵涉到多少人家，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是复杂的，正如范仲淹所说，容易招致横
议，“非朝廷主之，则无功有毁”。综合起来考虑好像是应当说，办理农田水利事
业是需要来自上面的统一的领导，但这个领导并不必要是来自很高很远的权威，而
重要的是管理经营的实际效率。且不必说地方上的具体情况中枢主事者难以了解周
详，即使是发下去的指示还算正确，也会淹没在层层的官僚主义之中。手边的一个
材料，出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水利门》(124册)，讲的是浙江许多地方水源被
豪户垄断，一般农家得不到水灌田，因而常常涉讼。有个地方官提出来应当加以取
缔以及管理民间灌溉的详细建议，上报给“西浙转运司”，转运司又加上许多指
示，通令所辖各州军各令部内各县照办，“置簿拘管，常行点检”，又把事情的原
委申奏朝廷。朝廷以“民力所关”，下诏书叫“两浙提刑司”定夺。提刑司回奏同
意。朝廷又把公文交与“都水监”(名义上管水的机关)“相度以闻”。都水监回
奏，把事情原委又重复一遍之后，认为原提案“见实可行”，请朝廷通令天下“诸
路提刑司遍下逐州县……合依所请施行”。接着又说，“仍先具根究地名、源流去
处、广狭深浅、合浇灌得多少人口田土顷亩数目，申都水监从本监看详施行”，还
说“仰本监置簿拘管，岁时检举，所冀经久不废”。奏折上去，朝廷同意，“仍令
逐处应有陂湖、塘堰、溪涧、沟渠、泉穴。如根究得元系众人使水，久来为人耕占
之处，即更差官定夺，奏候朝旨施行。”别的且不说，只这末一句，像民间私家垄
断水源的事都要“奏侯朝旨施行”，也就使人不知所云了。这里举出的这个材料，
无非只是个公文节略，已然是烦琐不堪，天晓得，照这样程序来办农田水利，效果
会有多大! 
    如果说，汉武帝是处于专制政体的初建阶段，一般行政官员总还有些朝气，那
么越到后来，官僚主义越加发展，暮气日深，行政效率自然随之江河日下。宋代的
官制之滥是有名的，王安石却偏要大办水利，单就这一点来说，可谓不识时务。后
来几朝的统治者再没有大张旗鼓兴办农田水利的。与其说他们是不关心民瘼，倒不
如说他们是深通时务或者“聪明”。 
    恰恰相反，倒是在我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有的割据政权之下，往往在农田水
利建设上面做出过一定的成绩。这是因为，如果说治理一条大河确实要进行通盘规
划，那不是纷乱时期所能办到的；与此不同，农田灌溉却是局部地区的事。各地的
具体条件千差万别，过大规模的通盘规划常常是不易切实，而规划的范围尽管不
大，如果设计得好，还是很有成效的。施工空间小，群众利害关系也比较容易协
调，只要所在地区实际保持着安定局面，就能兴办起来。此其一。割据政权小国寡
民，还得随时准备自卫，统治者就非注重生产不可，首先是粮食的生产，因此他们



不能不比较认真地讲求农田水利，而不是只满足于摆虚架子。此其二。割据政权财
力有限，它的官僚机构就比较简单，从而行政效率有可能更高一些。此其三。而这
最后一点更为重要。这个道理，翻一翻我国的历史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三国时的
蜀，领土最小，还常常对外用兵，也能维持了几十年，这与重视农田水利有关。除
了经营都江堰之外，在汉中一带也修了许多灌溉渠道，效果显然是不坏的，否则很
难保证前线一带军民粮食的供应，而在当时，依靠大后方运粮是困难的。六朝时
期，广大的长江以南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对粮食的需要自然随着多了起来。开辟水
田自然要兴修水利，虽然长时期内南北对峙，但长江以南兵乱很少，有利于农田水
利建设。虽说史书上有关的记载有限。从唐代的“扬一益二”的说法可以推知，长
江流域各地的地方经济，首先是农业生产，显然已有长足的进展。而发展的基础又
显然是在六朝时期奠定的。唐末五代是个分裂时期，吴越国又是个比较弱小的封建
割据政权，可是当地的统治者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农田水利经营得很出色，进一步奠
定了太湖区的农业以及整个地方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南方其
他割据政权如南唐、前后蜀以及马殷的楚国，都在农田水利方面有些建树。正当北
方兵连祸结的半个世纪中，长江流域的几个地方政权相互之间很少战事，而为了自
保，或多或少都知道发展水田经济。就拿吴越国来说，尽管它的权威很有限，对人
民的剥削也够残酷的，但是它认准了农田水利的关键性意义，认真加以经营，而所
辖的地区比较小，行政组织显然也比较简单，这也有利于政令的推行，所以能够收
到很好的效果。同五代时候比起来，北宋总算是个统一的局面，可是《宋史·郑戬
传》里说到，他在杭州做地方官，“钱塘湖溉民田数十顷，钱氏置撩清军，以疏淤
填水患，既纳国后，不复治，葑土堙塞……”这是说，吴越国并入宋政权之后，水
利的事就没人管了。据单谔的记述，当他研究太湖水利时，那里的水利事业已然是
一片败坏景象。倒是南宋偏安之局，境内的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颇有进展，终于
促成了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格局，而这一转变当然是同南方农田水利的发展分不开
的。 

应该声明，这样讲当然不是赞许政治上的分裂，而只是要想指出，办好农田水利
事业的前提是切实的经营管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集中权威。我国历史上的大统一
时期，专制政权本应有利于农田水利制度的建立，但蹒跚烦琐的官僚主义却发生着
相反的作用。这是个不易解决的矛盾。而土地私有制又给民间兴办水利摆列了障
碍。就这样，我们历史上的农田水利事业总也达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步，其结果
是，我们始终是一个为由水引起的各种灾祸所困扰的国家。 

 
五、官府治水与人民治水 

 
    尽管古籍中传述的圣王沟洫之制是不可信的，专制政体下的官僚主义妨碍了农
田水利建设，仍须承认，还是确实有过不少的灌溉工程。历代统治者都是标榜“重
农”的，重农就要讲求农田水利，为了装点门面，也得做点样子给者百姓看。那些
所谓正史里面，有的有《河渠志》专篇，还有《地理志》以及像后来的《一统志》
之类的官书，更是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此外还有不少讲述水利的专
著，尤其是地方志书记载更为详尽。今天要了解农田水利史，自然是要利用这些材
料。不过应当指出，记载是有遗漏的。一般情况是，某地兴建起来水利，往往就有
人为之作记，或者后来在给当时主持其事的官员写传记时，把修渠的事写了进去。
如果文章出于名家之手，或者刻上了碑，那就更容易流传下来，日后作史或写方志
的人收集这些文字写进史志。不过各地的水利建设未必统统有人记了下来，而写下
来的，其执笔者又未必都是名手，因此得以传之后世的不会是全部。再说那些当初
写的记传以及“墓志铭”之类的文字，本是为了表扬而作，自然难免溢美之词，再
加上为文者未必通晓业务，有的可能只是使用现成的词句连缀成篇，叙述评论也很
难说它完全切当可靠。更有一点。古代一般的文人习惯于因循，满足于记诵，例如
提起淮南的水利来一定要讲芍陂，说到关中，总要点一下郑白渠，涉及南阳一带，
就得颂扬一下钳卢陂，而常常是不问写文的当时那些著名的工程的具体情况。这类
的记述，各史《地理志》以及方志里面往往而是，古今杂陈，使人不易明了一时一
地的农田水利建设真相。 
  更重要的是，必须不要忘记，过去封建时代的公私著述，主要是为了统治者，所
记载的主要是那些君主和做官的人的事迹。像兴修水利这样的事，自然总是记在他
们的名下。其实在这方面贡献更大而且大得多的还是广大农民，只是绝少有人加以



指明而已。这里想要说的是，农民不经官府过问，自己联合起来修建的渠堰之类的
引水工程。当然应该承认，土地所有者的私心很重，对需要群策群力的水利建设往
往是有各式各样的顾虑，因而缺乏热情。金朝元好问有一篇《创开滹水渠堰记》，
记述晋北民间兴建灌溉之如何不易，那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可是有很多被迫逃往
异乡谋食的难民，却常常能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通力合作，办起各种小型的引水
工程，特别是在山区里开辟出来水田。据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水利门”记
载，秦岭上的留坝厅(今留坝县)原无水利，“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稍平衍者筑
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叠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
者灌数十亩不等”。这记的是清代中叶的事。那时长江流域无地农民纷纷迁往川鄂
陕边区山中，开垦山田，就像当时人严如熠的《三省边防备览》“民食门”所说
的，“贫不能雇工者，则于邻近十数家，每家出壮丁一名，约为二班，……闲时则
筑堤采薪，忙时则缘家耕耨”，充分调动人力，利用时问，合力筑造堤堰，挖渠引
水。结果正如道光《紫阳县志》里所说的，出现了“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地皆
耕，尺水可灌”的情景。不要以为这样自发的小互助组的力量有限，应该想到他们
的数量。这个数省交界一带的广大山区，早先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进入清朝中叶以
后，在人口空前增加的压力之下，变成了长江中下游各地失业农民的桃花源，耕地
面积扩大了不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减轻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发生了作用。因为那些垦
农主要是来自南方水田区，习惯于引山泉水种稻，他们来到了山区，自然广泛地开
起水田。 
    看到了清朝中叶川、鄂、陕三省边区的这种开垦情况，使我们有理由推想，历
史上广大长江流域丘陵地带的开发，情况大约与此略同。这就是说，许多地方的水
利最初也应该是民间自己办起来的。因为一次次北方人大量南迁，随着比较平坦的
土地的开发，比较贫弱的贫民土著一步步被逼上山陵，而在豪户和官府的魔掌伸到
之前，他们显然也是随地自动组合起来筑土堰引山泉、开辟稻田的。山泉利用的推
广，促进了水田上山，岁久年深，水田区自然是逐渐扩大，稻米的生产终于跃居全
国粮食的首位。如果这样的推想能够成立，那就可以说，民间办起来的水利事业，
同史书上记载的官府或“循吏”的功绩相比，就是大的多多了。他们的业绩应该说
是更为真实可信，更值得表扬。 
    还需要指出的是，尤其是丘陵地带利用山泉，一定要顺应当地具体的复杂地形
地貌，而这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得清楚；事情由当地的人来办，应该是比较容易成
功的。北方平原地区，地形简单，官府就容易想多过问，而官府一插手其问，事情
就不好办了。就全国来说，北方农田水利的发展逊于南方，水源多少不相同自然是
重要的原因，但南方丘陵地带引水溉田的设施多半是各地农民自己办起来的，这似
乎也应该说是原因之一。 

当然不应忘记，民间自办水利并非没有弊病，特别是豪强大户往往借了控制水源
来欺压小户，兼并土地等等，这在封建生产关系之下也是无可避免的。这里只是单
从效率的角度来评论。 

还有一点也在这里说一下，作为补充。历来封建王朝治水，都是说为了人民的利
益，究其实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说清楚了就是保证漕运。这是因为，我国历史
上许多统一的王朝，首都不是建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为了维持全国政治上心脏地
区的密集人口的生活，首先是高度浪费的宫廷、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以及拱卫帝都
的军队的给养，必须从遥远的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运来各种物资，首先是粮食。运
输尽可能是靠费用较低的水道，专名就是“漕运”。所谓“漕运”历来是封建王朝
的几项“大政”之一，关系到专制政权的强弱以至存亡。因此统治者特别予以重
视。为了保证供应，必须维持运道畅通，其他一切都要为之让路。这就不免同沿途
有些地方农田灌溉的需要发生矛盾。还拿太湖地区为例。太湖不能容纳的水，主要
是通过吴江流入大海。北宋时为了便利从杭州向北流经太湖东侧的大运河上的漕
船，就在吴江地方筑起一道长堤，“横截江流，由是震泽(即太湖)之水常溢而不
泄，以至雍灌三州(苏、常、湖)之田”(单谔《吴中水利书》)。欧阳修给许元作的
墓志铭里也讲到他在润州丹阳县任上的一件事。县境内有个练湖，紧傍运河，“决
水一寸，为漕渠一尺，故法，盗决湖者，罪比杀人”。某年大旱，许元向上级申请
“借”湖水灌溉民田，不等到批准就放了水。这“罪比杀人”的规定，说明“保
漕”是个什么分量!还有《宋史·真宗纪》载，“大中祥符五年淮南旱，减运河水灌
民田”。这件事要大皇帝下诏书，说明它是非同小可；史官特为记上了一笔，是当
作君王的格外“恩典”的。后来明清两朝也都设有负责治河的高级专官，他们的真



实任务是以保漕为主，为了使大运河里的水及时足用，沿途与之相通的河流湖泊的
水都得根据需要改动流量，不用说，有关地区的农田灌溉用水就不能保证了。此事
尽人皆知，无烦词费。 
    总起来说，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号称重农的官府并不关心农田水利，民间自办
水利又不大容易，尤其北方平原更是如此。不明事理的读书人只能拿些书本上的传
说和幻想当画饼来充饥，至于农业生产中的水的问题，基本上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
解决。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农田，始终是既患水多，又愁水少，浇灌主要是靠雨水。
农民一般是把受涝看得比灌溉还更重要；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排水第一，灌溉第二，
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起古时代的农民来显得并没有显著的改善了自己的处境。如果
他们要想多少改变一下田间缺水的状况，有把握的办法还是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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